辛亥革命
日俄战争（1904年2月6日——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地区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陆战多在我国境内进行）。俄国战败，在美国调停下，双方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两国除铁路警备队外，同时撤退在中国东三省的军队；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1904年9月，英国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拉萨条约》开江孜（zi一声）、噶大克、亚东三地为商埠，赔军费50万镑，自印度到江孜、拉萨的炮台和山寨一律拆除。清政府未签字。1906年4月与英国重新订约，英国取得《拉萨条约》中绝大多数特权，但承认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俄战争后，日本与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承认日本继承沙俄在长春以南全部权利，增开商埠16处，在营口、安东、沈阳等地划定日本租界，给予日本改建和经营安奉铁路及采伐鸭绿江右岸森林等权益。

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一方面刺激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通过操纵中国经济命脉，进而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对中国的控制延伸到各个领域，陷中国于名存实亡。

攫（jue二声）取铁路利权，不仅是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过剩”资本、榨取高额利润的途径，也是他们伸展势力范围，扩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重要杠杆。

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机构。改革官制：撤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先后设商部（后与工部合并为工农商部）、练兵处（后于兵部合并为陆军部）、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自隋唐以来沿袭的传统六部建制自此瓦解。改革兵制：停武举，各省设武备学堂，裁汰绿营、防勇，编练按西方国家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常备军”（泛称为“新军”，以袁世凯“北洋常备军”、张之洞“湖北常备军”为样板）。袁世凯1905年编成“北洋陆军”六镇。改革学制：1906年停科举、设（大、中、小）学堂、奖游学（留学）。奖励工商：为工商业振兴立法和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奖励。大中城市新的“商绅”阶层开始兴起。风俗上：禁缠足、鸦片，废酷刑，允许满汉通婚。    清末“新政”没有触动从朝廷到地方体现封建专制的整套统治机构，种种弊端无从消除，也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新政”推行举步维艰。

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政府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盘剥，造成农村经济残破。

商办民用企业突飞猛进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某些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经济力量发展较快，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祝大椿（买办）与外商合办源昌碾米厂、怡和源打包公司、公益纱厂。张謇（官僚）开设上海大生纱厂。民族工业基础十分脆弱，突出表现为资金不足。使中国的重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轻工业规模也较小，资本的有机构成低下，经不起风浪。1905——1908年民族工业兴盛是和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等爱国运动推动分不开。

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资产阶级上层在根本利益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矛盾，但在政治、经济上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紧密联系，妥协性很大，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立宪派是他们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反帝反封建要求强烈，但地位软弱，往往在政治上成为立宪运动的追随者。民主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1898年为美国吞并）组织兴中会，1895年在香港与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纲领。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加拿大等地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皇会”），得到广泛支持。梁启超则先后发表《爱国论》《少年中国说》《积弱溯源论》等思想新颖的文章，大受知识分子欢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唐才常在上海发起“正气会”（后改为“中国国会”），主张推翻清政府，请光绪帝复辟，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并利用会党组织自立军，唐才常自认诸军督办，驻汉口，准备在皖、赣、湘、鄂各路同时举事，因康有为汇款接济未到而一再推迟，最终被张之洞捕杀，自立军失败。

1900年10月，郑士良率会党在惠州起义。

1902年，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1904年，孙中山《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反击康梁保皇派。

1903年，章炳麟（章太炎）在上海《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深刻批驳康有为“保皇”主张。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相信革命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同年，邹容发表《革命军》（又叫《革命先锋》《图存篇》《救世真言》，占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第一位）歌颂革命，歌颂民主，论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口号，把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和反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也是这一年，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小册子，阐明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

革命派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道德观，驳斥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动说教，抨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提出妇女解放的号召。秋瑾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1903年6月，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所设的工部局，派巡捕到刊登介绍《革命军》文章的《苏报》馆先后逮捕章炳麟、邹容，时称“苏报案”。案后革命分子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为《章邹合刊》。

留日激进分子秦毓鎏（liu二声）组织青年会，设有暗杀团（黄兴、龚宝铨（quan二声））

1904年2月15日，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谭仁凤正式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设同仇会为外围，联络会党。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受华兴会领导。

1904年10月，陶成章、龚宝铨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

1906年春，刘敬安组织日知会。

1903年，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沙俄军队拒绝按期撤军，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引发了拒俄运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第一声）。

1905年资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的抵制美货运动，指导思想是“不可仰息于政府，为我民以自力抵制之”。

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展开。粤汉、川汉铁路和苏杭甬铁路是当时斗争的焦点。粤汉铁路从美国收回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湖广铁路风潮演变为1911年革命导火线。

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建立革命军事学校时第一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规模，成为当时领导全国革命的运动中心，本部在东京，孙中山为总理，设执行（黄兴）、评议、司法三部（“三权分立”）。设计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海外分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兴中会是其组织基础。同年11月26日，创办机关刊物《民报》。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为独立中国。民权主义是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平均地权”，防止贫富分化（反映孙中山对劳动群众的同情和对世界潮流的关注与敏锐观察）。

同盟会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号召；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缺乏使农民获得土地的内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同盟会成员对纲领的态度并不统一，设计的组织系统始终没有完备，本部和各分会缺乏紧密联系的桥梁，分会实际处于分散、各自为战的状态。

同盟会《民报》和改良派《新民丛报》使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主要阵地。要不要“反满”和暴力推翻清政府是论战中心。政治变革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论战又一重点。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争论没有充分展开。争论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两派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不敢正面提反帝口号，反而希望争取帝国主义支持和赞助；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但都缺乏对反封建艰巨性的认识。

1906年，孙中山、黄兴和章炳麟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详细规定了起义方针、政策及有关事宜，其中拟定准备起义后发布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次言简意赅的阐述了革命宗旨即四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和实施程序“三序”（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成为各地革命党人共同遵从的经典性文献。

1906年12月，湘赣交界浏阳、醴（li三声）陵、萍乡地区首先爆发号称“革命军”的大规模会党起义。

孙中山欲以华南起事，将两广作为根据地，挥师北上与长江南北革命党人直捣北京的战略失败。根本原因是革命党人缺乏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决心。选择两广沿海、沿边地区起义，主要也是为了便于海外接济。

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徽起事失败，浙江绍兴大通学堂（当时主持者是秋瑾）受牵连，秋瑾就义。1908年11月22日，光复会外围组织岳王会熊成基率安徽新军在安庆起义。

除熊成基安庆起义外，历次起义基本上是依靠会党发动。会党主要成分是破产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游民无产者），同广大农民有天然联系，但革命派没有与农民阶级建立联盟。一般只是联络会党首领借以发动起义，不注意对会党进行民主革命教育；重视利用会党斗争精神，但无法克服会党纪律松弛现象。

革命派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新军同农民联系不如会党，但比较集中，较有组织性。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为革命党人打入军队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1910年，倪映典率领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

1907年8月，张百祥、邓文辉、焦达峰、孙武在东京成立共进会，自称是同盟会外围。但有其独立组织，把“平均地权”纲领改为“平均人权”，以十八星旗为旗帜。

1910年2月，重建的光复会成立（章炳麟、陶成章）公开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在上海成立，提出以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公开抛弃民生主义，以五色旗为旗帜，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性组织。

1910年2月，孙中山把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纲领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因遭到抵制未能贯彻。

同盟会本部（东京）职权实际上大部分转移到新加坡和香港，南洋支部（新加坡）和南方支部（香港）成为革命军事大本营。

群众性反抗斗争：抗捐税斗争、抢米风潮、反洋教斗争、工人阶级罢工斗争。

1905年10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指出立宪原则“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满族亲贵企图通过立宪巩固自己特权，并削弱地方督抚权势，加强中央集权；汉族官僚则企图通过立宪限制满族亲贵权势，给自己更大的发展机会。

1907年11月7日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军机处不变；设外务、吏、民、陆军等11个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掌审判；设资政院“博采群言”、审计院“核查经费”；合并一些部门。根据该方案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军机大臣）和内阁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共13人，满族7人，汉族4人，蒙古、汉军旗各1人，而蒙古、汉军旗一贯依附满族，汉族不到三分之一，被称为“满族内阁”。陆军部也全由满族贵族充任，迫使袁世凯交出“北洋六镇”中的四个镇归陆军部统率（中央政府机关直接控制军队在清朝前所未有）。

1908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限制议院职权、议员言论，使之成为皇帝的咨询机关）、《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详细列举九年内应办事项）。

醇亲王载沣（溥仪生父）摄政，罢免袁世凯是清朝统治集团的重大分裂。

各省设咨议局作为省议会的“预备”，只有咨询、建议职能，议员产生采取复选举法（先依据严格的限制选出“合格的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若干被选举人，再由这些人投票选举议员）。绝大多数省份咨议局，资产阶级改良派占据明显优势。通过咨议局，改良派取得了“国民代表”的合法地位，成为清末一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

1910年10月，资政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民意的法定机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议员分“民选”“钦选”两种，钦定议员稳占多数。议案包括政府交议、本院议员提议和地方咨议局提请核议三种来源。采用“起立法”通过“速开国会案”但资政院决议案须“请旨裁夺”，清廷将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三年。

载沣力图集中权力于皇室，首先是军权。1911年5月，颁布新内阁官制，撤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由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充任国务大臣，总揽政务，组织“责任内阁”。共13人，汉族4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5人），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1906年12月，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湖北成立立宪政筹备会（汤化龙）；湖南成立宪政公会（谭延闿（kai三声））；广东成立自治会（丘逢甲）。1907年1月1日，康有为改保皇会为中华国民宪政会；1907年7月，东京成立政闻社（梁启超、蒋智由，具有资产阶级政党规模。四大纲领：行国会制，建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机关刊物《政论》）。立宪派团体的共同宗旨：拥护清廷“预备立宪”，“劝告”“要求”清廷加快立宪步伐，反对革命。从此，资产阶级改良派被称为“立宪派”。

1907年秋起，立宪派开始把请愿速开国会作为推动立宪的近期目标。1908年8月，各省请愿代表入京，开展国会请愿运动，遭到弹压。立宪派便以咨议局为基地，再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前后四次）具有民主运动性质。失败后，人们普遍感到革命风暴将至，资政院议员们组织“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宪政实进会”等政团以应变时局。地方立宪分子有的向革命派靠拢，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左右两翼沟通。

“皇族内阁”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和各省人民及地方商绅、立宪派经济利益相矛盾），和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筑路合同，激起了四川保路风潮。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各省立宪派在保路风潮中处于领导地位。

署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廷旨意，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及保路同志会和川东股东会负责人，引发群众请愿。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同盟会龙鸣剑联络会党组成保路同志军；同盟会吴永珊（吴玉章）、王杰夫在容县建立革命政府。

武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把新军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共进会和文学社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联合行动，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清政府抽调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清军力量相对空虚，但新军中革命的士兵也有被调走的可能，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险。

1911年10月10日，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打响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占领武昌，取得首义胜利。汉阳、汉口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为革命党人控制。咨议局议员和地方商绅推举清军二十一混协（旅）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首义的湖北军政府由新军高级军官和立宪派出面主持，具有“示范作用”，为后来响应革命的许多省份效法。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焦达峰、陈作新）和陕西（景梅九、井勿幕）两省。

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步骤。害怕帝国主义干涉，恐惧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推向深入，希望尽快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尽量缩短革命历程，取得廉价胜利。

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自己在各省咨议局中的地位，策动清朝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力图维持旧秩序，防止革命深入发展，并窃夺权位。部分革命党人掌权后退化为新官僚政客。

1911年11月15日，第一届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后迁往武昌，11月30日改在汉口英租界进行。12月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希望袁世凯反正的决议。12月14日，各省代表齐聚南京开会。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部长）组成。部分部长未到南京就职，各部几乎都由次长代理，形成“次长内阁”。实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虽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领导地位。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个文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对内强调统一，克服各省各自为政的现象，以利于推翻清朝反动政府，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要洗雪清朝反动政府“辱国举措”。但没有提出明确的革命任务和实现革命目标的步骤，显得空泛。

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焚毁刑具，停止刑讯；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禁买卖人口，禁奴，解放“贱民”，允许其享有“公权”和“私权”；革除封建称呼，禁蓄辫、缠足、赌博，禁种植和吸食鸦片。
保护工商业，废除清政府一切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归国投资。
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的教科书；清廷法律《皇朝掌故》《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一律禁用；小学禁读经科。

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根本触动，对广大农民要求缺乏积极反映，革命党人普遍希望通过和谈使袁世凯反正来推翻清朝。同时把争取帝国主义承认作为临时政府首要目标。《宣告友邦书》重申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担过去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利益。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危机：清朝苛捐杂税被宣布废除；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税收被帝国主义把持；各地田赋和其他税收被地方截留。

南京临时政府基础脆弱，名义上是一个全国性中央政府，但权力不能推行到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权的省份。革命派掌权的省份也都各自为政，不服从中央。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十分涣散，许多会员蜕化变质，为取得各自权位组成各色团体。

1912年2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制定新总章，保持了民主精神，但缺乏应对复杂政局的革命对策。

全国革命形势、资政院“呐喊”、新军将领“兵谏”、袁世凯的要求使清朝统治者被迫下“罪己诏”，颁布宪法“十九信条”，释放政治犯，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清政府军政大权实际落入袁世凯手中。

1911年12月18日，袁世凯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和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和谈（南北议和）。赵凤昌“惜阴堂”成为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阴谋活动的场所。革命派在议和过程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和压迫，同时也有来自立宪派的压力，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占上风。南北双方达成协议：革命党人让出政权，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1911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南北双方争议中心转为如何结束南北政权对立局面，建立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统一政权。如何处置清皇帝是南北争议的另一问题。1912年2月6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正式通过袁世凯提出的《优待条例》。

孙中山辞职时提出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

《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府组织机构及人民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力，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

南北统一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

革命派企图以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搞专制独裁。

1912年3月，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第一届内阁。连同唐绍仪（已加入同盟会）在内，同盟会成员占半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唐绍仪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责任”。袁世凯利用6月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为直隶都督，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发布改任令，责任内阁制遭到破坏。唐内阁倒台。

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由宋教仁代理。抛弃“平均地权”纲领，取消“男女平等”，改“力谋国际平等”为“维持国际和平”。革命精神大为减退，在临时参议院中占多数，成为第一大党。

以两湖、江浙原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主张“超然内阁”。

袁世凯提名陆徵祥为国务总理，后由赵秉钧接任，组织号称“国民党内阁”，实际上完全被袁世凯控制。

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压倒多数。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为筹集反革命经费，派赵秉钧等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订下25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合同，扣除折扣、到期借款和赔款实际得到760万英镑，而47年还清本利6785万英镑。

袁世凯指使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以梁启超为实际主持人的进步党。

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并派兵南下进入江西。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通电讨袁。沪、皖、湘、粤、闽、渝等先后宣布独立。南方各省国民党军队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失败。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最后一战。其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反帝反封建任务没有完成。

君主立宪、地方自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多为改良派倡导。

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革命阵营派生的两个特色支流。

1905年《国粹学报》月刊在上海创办，标志国粹主义思潮出现。章炳麟、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为代表，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从所谓“夷夏之辨”的封建传统思想出发，认为中国理应由汉族统治，把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说成是“亡国”，以此激发人们的排满情绪，献身光复故国的大业。从古代“良法美德”中寻找某些可以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有所怀疑，，对资本主义神会制度缺乏信心，企图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寻求药方。继承了明末清初地主阶级反满思想，又注入新内容。把排满与政体改革、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只针对满洲政府而不是满洲平民。但对古代史民族起源和民族关系有许多错误论述，散发着大汉族主义气息。他们倡导的“古学复兴”是以西欧文艺复兴为蓝本，力图从古代文化发觉民主乃至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对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制度理解太少，用以比附古代典章，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超越资产阶级制度的可行方案，反而干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它的出现反映了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汇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把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于吸取和改造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已成为需解决的历史课题。

日本东京女子复权会（无政府主义），机关刊物《天义报》何震、刘师培，“人类均力”是其核心理论，建立一个一小生产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王国，具有民粹主义特色。

法国《新世纪》李石曾、褚民谊、吴敬恒，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终极目标，但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社会进化“过度物”，承认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过渡到无政府主义的必经阶段。努力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统治腐朽，批判儒学和封建伦理道德，与革命民主派有共同语言。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用这一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1904年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为《中国古代史》）。

辛亥革命时期文学艺术最大特色是强调其社会教育功能。李宝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扑《孽海花》；刘鹗（e四声）《老残游记》。

林纾（shu一声）（林琴南）、吴俦（chou二声）、陈冷血、包天笑翻译世界名著。

1904年，柳亚子、陈去病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我国最早的专业戏剧杂志）。

“剧班第一革命巨子”汪笑侬倡导编演时事新剧和历史新剧。

话剧（“新剧”“文明戏”）创始于1907年，曾孝谷、李息霜、欧阳予倩的春柳社在东京上演《黑奴吁天录》（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

1909年底，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在苏州发起成立文学团体南社，1910年创办《南社》杂志，专刊诗文，在诗歌创作上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宋诗派、同光体等，改变了诗坛风气，通过文学活动提倡民族气节，宣传革命反满。
1901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创《北洋官报》是地方政府办报的先导。
1912年，中华书局创设。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推广，使教育摆脱了从属与科举的附庸地位，有利于教育独立和社会化、普及化。
詹天佑采用压气沉箱法维修滦（luan二声）河大桥；1902年，主持修建京汉铁路新（城）易（县）支线；1904年，主持修建京张铁路。
